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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农业发展政策能否激发农业新业态创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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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充分挖掘并利用乡村特色资源,正成为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撬动“创业经济”、抢占“首发经济”赛道

的重要支点.本文基于全国县域数据,将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认定政策视为准自然实验,实证考察了特色

农业发展政策对农业新业态创业活力的影响与机理.研究发现,第一,特色农业发展政策显著激发了县域农

业新业态创业活力,此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特色农业发展政策通过加强品牌建

设、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及提高县域创新能力三条作用路径促进农业新业态创业活力提升;第三,特色农业发展

政策的创业带动效应在基层组织能力较强、农业劳动力规模较大的地区和非粮食主产区以及前三批次更为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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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当前全球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用工需求趋紧,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机会

减少,农民传统就业渠道受到挤压[１].农村亟需依托本地资源,鼓励农民群众和返乡人员开展创业活

动,拓展就业渠道与增收空间,推动乡村经济转型发展[２].近年来,国家出台多项政策鼓励农民返乡

创业,农业创业活跃度不断提升.２０２５年第一季度,全国第一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已达３２．２万户① .
但受长期城乡二元发展模式影响,农村创业仍面临劳动力外流、资源闲置和融资难等现实约束,导致

农户创业存活率较低、可持续性较弱,农业创业质量整体尚不理想[３].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２０２２年

获得贷款支持的家庭农场比例仅为３．４％② ,外部支持力度明显不足.这表明,当前亟需基于乡村内

部功能,探索造血式发展机制,增强农户自主创业活力.由此出发,依托农村的自然资源、生态优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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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产,深度挖掘本土潜能,通过技术融合、模式重构与理念更新,打造出具有可持续性与多元价值

的农业新业态创业模式,逐步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方向[４].
对此,«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２０２０—２０２５年)»明确提出,“开发特色资源,发掘农业多种功能

和乡村多重价值”;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２０２５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打造特色农业产业集群,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这一系列政策信号表明,
挖掘乡村特色资源已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抓手.近年来,特色农业依托地域资源、人文底蕴蓬勃

发展,２０２４年产业规模已达９．７万亿元③ .相较于大宗农业,特色农业更侧重地方性资源的挖掘与转

化,产销路径更短、市场响应更快,更适合低投入、灵活的创业模式[５].为规范和引导特色农业有序发

展,我国出台了«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加快“土特产”向产业化、品牌化方向

演进,带动农业与文旅、电商等新兴业态融合,进一步拓展了乡村创业空间.特色农业正逐步成为培

育农业新业态创业的关键支点.
具体地,创业拼凑理论认为,资源与机会是理解创业过程的一体两面[６].一方面,特色农业提供

了诸如自然禀赋、乡土文化和传统技艺等可获取的本地化资源.另一方面,随着消费者对个性化、地
域化农产品及乡村体验的偏好增强,市场需求也不断释放出多样化的创业机会.在“先天”的特殊资

源优势与“后天”创业平台及市场机遇的共同作用下,特色农业逐步演化为激发农业新业态创业活力

的重要抓手.从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以下简称“特优区”)建设的实践来看,在政策实施初期,政府

率先遴选出具备一定生产规模、产品品质优良、特色鲜明的主导产业作为优势品类,夯实了创业基础;
同步推进的冷链物流、数字电商等配套设施建设,优化了农业新业态创业承载条件;此外,特优区还加

强品牌培育,增强了产品识别度与市场认知,进一步增加了农业新业态创业机会,这一系列举措均提

升了特色资源的转化效率和农业新业态创业的可行性.据此,本文关注特色农业发展政策对农业新

业态创业活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目前学术界对两者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文献主要分为两类.
第一类文献主要梳理了农村创业活动的演化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初期,

以农民企业家为主导的乡镇企业创业活动迅速崛起[７],其通过整合农村资源、引入市场化机制和驱动技

术创新,逐步成为促进乡村经济增长、优化产业结构以及提升农民收入水平的中流砥柱.第二阶段,２１
世纪初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岗位大幅缩减,大量农民工被迫返乡[８],返乡农民工

依托在外积累的技术、资金和社会资本,进行以个体经营、家庭作坊和小微企业为主要形式的创业实

践[９],传统农民创业活动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第三阶段,随着城乡消费结构升级、居民生活方

式转变以及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农村创业逐步由“生产导向”转向“以需促产”[１０].具体表现在,消费者

对农产品品质、生态价值和参与感的期待不断提高,不再满足于单一的物质供给,而是更加看重产品背

后的文化、生态与体验价值[１１].为此,不少创业者开始围绕乡村特色资源[１２],主动调整经营方式,拓展

出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生态康养等新业态,推动创业从单一的产品输出走向多元服务供给.
第二类文献聚焦于特色农业发展的经济效应,主要从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共同富裕及农民收入提

高等视角展开.相关研究指出,特色农业依托地方自然禀赋和文化传统,因地制宜推动差异化发展,
能够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在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农民收入和推动共同富裕等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１３][１４][１５].同时,陈博文等进一步指出,特色农业发展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业

发展与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推动了农村的可持续发展[５].此外,部分研究还关注到特色农业在吸

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弱势群体参与度、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等方面的作用,认为特色农业依托本地

资源,对技能要求较低,有助于增加农民参与产业发展的机会[１６][１７].可见,现有研究强调特色农业发

展带来的宏观经济增长和生态效益,未关注特色农业发展对微观主体行为(如创业)的影响.而后者

的研究意义在于,揭示特色农业助推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增长根源.当政策能够真正激发农

民内生动力时,农民不再只是政策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主动识别机会、整合特色资源,进行创业,从而

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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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本研究试图基于对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政策的思考,借助２０１４—２０２３年中国县域数据评

估特色农业发展政策对农业新业态创业活力的影响,并剖析其作用机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
第一,本文将特色农业发展政策与农业新业态创业活力问题相关联,突破以往特色农业发展政策研究

多停留在经济效益或生态效益评估的局限,创新性地将特色农业发展政策纳入农业新业态创业活力

分析框架,构建特色农业发展政策与农业新业态创业的理论与实证联系;第二,本文从品牌建设、数字

基础设施及县域创新能力三方面揭示特色农业发展政策影响农业新业态创业活力的机制渠道,从而

深化对特色农业与农业新业态创业活力内在关系的理解.

二、概念界定与政策背景

(一)概念界定

参考相关研究[１８],本文将“农业新业态创业”定义为:创业者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主动适应市场需

求和产业升级趋势,通过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和经营理念创新,重塑农业生产、流通和服务体系,构建具

有更高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农业新业态.其中,创业者不仅利用数字化、智能化等现代技

术,优化农业生产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还融入生态、循环农业等新模式,推动产业链延伸与资源的

跨界整合,使农业从单一的生产向多功能的复合型业态转型.具体而言,农业新业态创业主要包括三个

创新维度:一是技术创新,创业者运用智能农业设备、大数据、无人机植保等新兴科技,提高农业生产的

精准度、效率和可控性;二是模式创新,创业活动突破传统农业的种养结构限制,探索循环农业、生态农

业等可持续发展模式,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产业附加值;三是理念创新,创业者结合现代消费趋势,发展

农产品电商、乡村文旅融合等新兴业态,使农业生产紧跟市场需求,拓展了农业生产可能性边界.
(二)政策背景

中国幅员辽阔,农业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千差万别,各地依托独特的气候、土壤和传统种养经验,
形成了丰富的特色农产品.随着消费结构升级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产品

受到政策和市场的高度关注.长期以来,国家通过“一县一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等方式引导地方

因地制宜发展优势特色产业.但在实践中,多数特色产业仍面临标准化程度低、组织能力弱、品牌影

响力不足等问题,产业发展难以形成规模集聚与带动效应,制约了特色农业多重功能的发挥.
面对这一现状,自２０１７年起,中国分四个批次推进特优区认定工作,累计覆盖３１个省份、３０８个

县(市、区).２０１７年公布首批６２个试点,随后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年分别公布了８４、８３和７９个

试点地区.随着认定产区范围的不断扩大,特优区政策试点涵盖了特色粮经作物、特色园艺产品、特
色畜产品、特色水产品和林特产品五大类,并形成了以“三个基地”“三个体系”“一个机制”为核心的建

设体系.具体地,“三个基地”方面,重点建设标准化生产、产地初加工和仓储物流基地.一方面,鼓励

各地因地制宜推进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推广信息化管理手段,引导新型经营主体采用智能化、标准化

的生产方式,提升全链条的数字化水平;另一方面,加快建设冷链仓储、产地集散等基础设施,以畅通

特色农产品产销渠道.“三个体系”方面,构建起科技支撑、品牌建设与市场营销、质量控制三大体系.
具体地,依托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持续加大特色农产品研发投入,推动农业科技成果在特优

区加速落地应用,提升县域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同时,支持地方建立区域公用品牌,开展特色农产品

电商专栏和农产品推介活动,并加强对特色农产品质量的监督抽查,以进一步增强消费者对特色农产

品的信任.“一个机制”方面,鼓励构建多元参与、协同推进的组织机制,重点支持家庭农场、合作社及

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带动特色农产品连片种植等标准化生产;同时,鼓励特优区与农民建立长

期、稳定、合理的利益共享关系,助力农民持续增收.

三、理论分析

(一)特色农业发展政策对农业新业态创业活力的直接影响

在创业活动中,机会的识别与把握是推动企业设立和成长的核心驱动力[１９].然而,创业机会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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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存在于所有资源背景中,而是往往依附于特定制度、市场和技术条件下[２０].第一,特优区政策的实

施为农业新业态创业机会的识别提供了“先天”优势.特色资源具有地理标识性、生态稀缺性与文化价

值,为创业主体提供了与大宗农产品差异化发展的基础.当前,随着特优区政策的实施,乡村特色资源

得以持续挖掘,截至２０２３年,中国已建成１８０个优势特色乡村产业集群,辐射带动１０００多万农户,为农

民创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④ .其一,特优区政策提升了农业新业态创业机会的可识别性.“土特产”
资源在中央政策引导下被系统发掘和重点支持,特优区认定等系列政策推动地方梳理本地特色资源,并
鼓励发展具有辨识度和附加值的农产品,使创业者更容易识别可进入的细分产业领域.其二,特色资源

的独特性拓展了农业新业态创业内容的创新空间.地域物产、生态环境和传统技艺等特色农业资源,不
仅具有鲜明的文化识别性和生态稀缺性,也契合当前消费者对绿色、健康、地域性农产品的偏好,为创业

者提供了清晰的市场定位方向,激发其围绕资源禀赋开展深加工、品牌塑造、场景营造等新兴创业活动

的积极性.第二,特优区政策的实施为农业新业态创业提供了制度性“后天”支持.针对以往农业创业

面临的融资难、起步难等问题,«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规划纲要»强调,整合相关涉农资金,集中支持特

色农产品发展的关键领域和环节,这不仅为农业新业态创业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而且其强烈的信号

导向有助于打破农业新业态创业发展初期社会资金的“观望”心态,引导各方资金进入农产品加工、仓储

物流和品牌建设等特色农产品产业链环节,提升了农业新业态创业活动实现的可能性.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１:特色农业发展政策有助于提升农业新业态创业活力.
(二)特色农业发展政策影响农业新业态创业活力的间接机制

１．特色农业、品牌建设与农业新业态创业活力.在特优区政策的推进下,特色农产品的品牌建设不

断加强,地方政府积极打造具有文化底蕴、鲜明地域特征的“小而美”特色农产品品牌,逐步形成了一批

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的典型品牌.同时,在特优区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充分利用媒介做好形

象公关,扩大品牌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不仅提升了特色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识别度,还为农业新业态

创业者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例如,五常市政府围绕“五常大米”建立了“三确一检一码”溯源防伪

的品牌监管体系,严格规范水稻种植面积和品种来源,保障了品牌的稀缺性和高端化定位.又如,陕西

眉县充分发挥“眉县猕猴桃”的品牌优势,多次在国内主销城市举办产业发展大会和专场推介活动,提升

了品牌的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同时还借助电商平台实现了销量和口碑的稳步提升.在此基础上,当地

进一步将猕猴桃产业与文化和旅游资源相结合,打造集猕猴桃采摘体验、张载文化研学等于一体的全域

旅游线路,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休闲农业发展格局.品牌的持续培育,不仅提升了特色农产品的市场

识别度和消费者的信任度,而且为农业新业态创业者提供了明确的市场信号.一方面,品牌影响力便于

创业者获得电商平台、展会及线下销售渠道的接入机会,并获得金融、技术等资源支持,为农业新业态创

业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保障;另一方面,强有力的品牌建设为农业新业态创业者提供信誉背书,使其

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模式更有市场潜力,从而激发农业新业态创业活力.

２．特色农业、数字基础设施与农业新业态创业活力.农业新业态创业离不开数字基础设施的支撑,
往往需要５G网络等数字基础设施,以及贯穿生产和销售环节的质量追溯系统、物联网监测和电商平台,
以实现产品销售、供应链管理和客户互动.特优区建设通过搭建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和可视化平

台,实现了对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与流通环节的实时监管,提升了特色农产品的市场透明度和消费信

任度.与此同时,在营销端,特优区依托农村宽带、５G网络,推动物联网监测在特色农产品质量安全中

的应用,并与主流电商平台对接,开设特色农产品专栏,结合直播带货和短视频推广等方式拓展市场渠

道.例如,“洛川苹果”特色农产品优势区通过引进自动智能分选生产线,依托自动称重感应系统,实现

对苹果的多角度检测和智能分级.而且苹果在采摘后即进入冷链物流体系,并加贴二维码溯源标识,随
后通过京东、天猫、抖音等电商平台进入全国市场,实现了苹果的差异化经营与市场拓展.这一系列投

入能够有效打通信息、服务与资源在农村的“最后一公里”.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善,为农业新业态创

业者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连接市场与消费者的通道[２１],有效打破了地理壁垒,构建起以电商平台、数字

追溯系统、社交媒体为载体的信息通路,使潜在创业者能够基于消费数据快速识别市场偏好和商机,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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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匹配产品供给[２２],因此激发了农业新业态创业活力.

３．特色农业、创新能力与农业新业态创业活力.创新不仅是激发创业者捕捉市场机遇的重要手段,
也是推动农业新业态快速孵化和拓展的关键动力[２３].在特优区政策的推进下,当地建立起特色农产品

科技支撑体系,引导特优区生产经营主体与高校及科研院所合作,积极培育特色优质品种,强化技术研

究.例如,四川攀枝花芒果特优区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四川农业大学等高校及科研机构开展长期“院地”
合作,建立了攀枝花芒果创新工程等研究中心及市、县、乡三级技术推广体系,有效推动了芒果生产向规

范化管理和产品多样化方向转型,增强了芒果产业竞争力.同时,农业农村部依托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

系,在青稞、高粱等４２个特色产业中搭建科研创新团队,开展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的研发示范及推广,
以提高特优区特色农产品的技术水平.随着县域创新能力提升,地区知识共享与信息交流机制不断完

善,创业者能够借助科研成果和地方经验,快速学习循环农业、生态农业等新兴的经营模式,使创业活动

不再局限于单一产品或单一环节.同时,地方政府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协同创新,能够为农业新业态创

业者提供技术指导和研发支持,帮助其在新产品开发和新模式探索中降低试错成本和经营不确定性,提
高预期收益,从而在较低风险下尝试新技术和新模式,提高农业新业态创业意愿.

综上,本文提出假设２:特色农业发展政策能够通过加强品牌建设、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及提高县

域创新能力三条路径提升农业新业态创业活力.

四、实证设计

(一)模型构建

１．基准模型.本研究将特优区政策的实施看作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

察特色农业发展政策实施对农业新业态创业活力的影响,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Yit＝α０＋α１didit＋Xitβ＋Zitκ＋μi＋γt＋εit (１)
式(１)中,Yit为被解释变量,为第t年第i个县的农业新业态创业活力.didit为特优区的政策交互

项,具体而言,didit＝treati×postt,其中treati为i县是否入选特优区政策虚拟变量,若入选treati为１,否则

为０;postt为时间虚拟变量,在入选为特优区试点地区之前postt为０,在入选当年及以后年份则为１.Xit

为控制变量集合.Zit为选择变量,用以控制试点县域非随机选择的可能干扰.μi表示县域固定效应,γ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α１表示特色农业发展政策对农业新业态创业活力的影响.

２．机制检验模型.本研究借鉴江艇的方法进行机制检验[２４],模型设定如下:

MVit＝α２＋α３didit＋Xitδ＋Zitv＋μi＋γt＋εit (２)
式(２)中,MVit为待检验的传导机制,包括品牌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及县域创新能力,其他指

标含义与基准回归相同.
(二)数据说明

为确保处理前后样本在时间长度上的可比性,规避研究周期过长可能引发的其他政策干扰,本文

将样本起始年份设定为２０１４年.为此,本研究基于２０１４—２０２３年中国县域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特色

农业发展政策对农业新业态创业活力的影响.
(三)变量选择

１．被解释变量:农业新业态创业活力.当前衡量创业活力的主要变量是某一地区内新成立的企

业数量[２５].具体地,本研究基于农业新业态创业的全链条特征,参考赵路犇等[１８]的研究,选取智慧

农业、植保无人机、农业大数据、生态农业、循环农业、农产品电商和休闲农业七个领域进行界定.其

中,智慧农业、植保无人机和农业大数据反映了生产环节的技术创新;生态农业和循环农业体现了农

业的模式创新;农产品电商和休闲农业则代表了经营理念的创新.这些领域不仅能够较为全面地反

映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还体现了产业链延伸与资源跨界整合的趋势,契合市场导向和可持续发展的

要求.因此,本文基于上述七个关键词,在爱企查网站依据企业名称及主营业务信息,对研究期内的

农业新业态企业进行系统整理,具体包括农业新业态企业名称、注册地址、注册时间及主营业务,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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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统计每个县域在每一年中新注册农业新业态企业数量.进一步地,将上述汇总结果整理为标准的

面板数据格式,以度量农业新业态创业活力.

２．解释变量.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为特色农业发展政策,即处理组与处理年份的交互项,构建

该变量的核心在于明确处理组及其对应的处理时间.为此,依据特优区试点县名单及设立时间,对样

本进行赋值.考虑到特优区政策实施可能存在的滞后性,本研究将某县域上半年认定为特优区视为

当年实施了特优区政策,将在下半年认定为特优区视为下一年实施了特优区政策.此外,若某县被连

续多年认定为特优区,则将第一次被认定为特优区的时间当作处理年份.

３．控制变量.为探究特色农业发展政策实施对农业新业态创业活力的净效应,本研究选取以下

控制变量:(１)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区域创业活跃度的基础性因素[２６],本研究采用卫

星夜间灯光数据表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该数据通过卫星捕捉地表人工光源强度,能够客观反映经济

活动空间分布特征.(２)农业规模经营.农业规模经营程度较高的地区,土地集中度和机械化水平更

高,农业效率提升后释放出更多劳动力和时间,为农业新业态创业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同时,规模化

程度高的地方往往具备更强的资金积累、信息获取、市场接入等综合能力,这为农业新业态创业提供

了更多机会[２７],本研究选取机收面积与常用耕地面积之比衡量农业规模经营.(３)教育水平.高教

育水平区域更易形成技术扩散网络,促进农业大数据分析、电商运营等知识密集型创业活动的孵化,
本研究选取普通中学在校生数与行政区划面积之比衡量教育水平.(４)产业结构.第二产业占比过

高可能导致环境规制压力增大、农村土地非农化现象[２８],制约农业新业态发展,本研究选取第二产业

增加值占GDP比重衡量产业结构.(５)农业机械化水平.机械化程度高的地区通常具备更成熟的农

业生产技术体系,能够保障技术驱动型创业的基础设施适配性,本研究选取农用机械总动力与常用耕

地面积之比衡量农业机械化水平.(６)通讯设施水平.农业新业态创业的开展依赖一定的信息基础

设施.相比数字基础设施,区域通信基础设施更侧重于信息传递的可达性与基础通讯环境.为衡量

各地区基本通信条件的差异,本文选取固定电话用户数与行政区划面积之比作为通讯设施水平的代

理变量[１３].此外,为增强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控制变量统一采用政策实施前的２０１４年基期数据,并
与时间虚拟变量进行交互后纳入模型.

４．政策选择变量.本研究参考«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规划纲要»中的国家级特优区创建条件,
结合陈博文等[５]相关研究,从自然禀赋和社会经济两大维度出发,构建特优区的选择变量.在自然禀

赋方面,选取县域海拔、坡度以及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反映特色农产品生长的生态适宜性与资

源条件;在社会经济方面,选取农业增加值、农林牧渔业从业人数以及设施农业占耕地面积比重,衡量

地区农业产业基础与发展能力.以上变量均采用２０１４年基期数据,将其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纳

入回归,用来控制政策实施前各地区在被选为试点方面可能存在的系统性差异,缓解因自愿申报与择

优审批机制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增强因果识别的可信度.

５．机制变量.根据上述理论推断,特优区可能通过品牌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及县域创新能力三条

路径影响农业新业态创业活力.其中,品牌建设采用各县域拥有的农产品地理标志数量度量;数字基

础设施采用宽带接入户数与行政区划面积之比衡量;县域创新能力采用县域专利授权数衡量.
(四)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卷)»、国家知识产权局在线数据库、中国国家地球

系统科学数据中心发布的全球５００米分辨率“类 NPP－VIRS”夜间灯光数据库和中国科学院资源环

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s://www．resdc．cn/Default．aspx)等.此外,政策选择变量中的坡度等数据从

DEM 数据中提取,DEM 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http://www．gscloud．cn).同时,为保证

数据的平衡性与可靠性,本研究还做了如下处理:一是为保证行政区划的一致性,本研究仅将县、县级

市及地级市的市辖区纳入处理组;二是对于部分缺失数据,本研究利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三是本

研究剔除了２０１４—２０２３年这一窗口期内数据缺失较为严重的样本,最终得到了２００９个县的数据.
文章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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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度量方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农业新业态创业活力 每年新成立的农业新业态企业数量 １８．０２１ ３０．５１６ ０．０００ ５０５．０００
特色农业发展政策 特优区试点政策交互项,didit＝treati×postt ０．０４４ ０．２０５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经济发展水平 夜间灯光亮度年度均值 ９．０６９ １３．００５ A ５２．６６２
农业规模经营 县域机收面积与常用耕地面积之比 ０．５８２ ０．２７０ B ０．９１０
教育水平 县域普通中学在校生数与行政区划面积之比 ２０．３３７ ５４．６３０ ０．００６ ８７．３００
产业结构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 ０．３８２ ０．１１８ ０．０８１ ０．７１８
农业机械化水平 农用机械总动力与常用耕地面积之比 ０．９１９ ２．２４５ ０．０００ ２．４３０
通讯设施水平 县域固定电话用户数与行政区划面积之比 ８１．５１８ １１４．６４６ ２．１３０ ２７５．９５０

　　注: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规模经营的最小值均较小,A值为０．０００３６３,B值为０．０００１.

　　　表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特色农业发展政策 ４．５２４∗∗

(２．５５)
２．９４３∗∗∗

(２．９４)

常数项 ７．７３６∗∗∗

(２０．５０)
１３．８４０∗∗∗

(３．３６)
基期控制变量×时间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基期政策选择变量×时间虚拟变量 未控制 已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２００９０ ２００９０
　　　注:∗∗∗、∗∗和∗分别代表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

　平,下表同.

五、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２报告了特色农业发展政策对县域农业新业

态创业活力影响的估计结果.第(１)列引入基期控制

变量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

系数为４．５２４,在５％的水平上显著.第(２)列进一步

引入基期政策选择变量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旨
在控制处理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实施前的系统性差异,

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下降至２．９４３,在１％的水平上显著.无论是否控制有关变量,核心解释变量的

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特色农业发展政策对农业新业态创业活力存在促进作用.假设１得以验证.
(二)稳健性检验

１．平行趋势检验.上述基准回归结果显示,特色农业发展政策实施显著促进了农业新业态创业活

力提升.然而,DID估计还需要满足政策实施前处理组与对照组无系统性差异,即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理论上,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的认定主要基于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条件,未直接将农业新业态创业情况

作为评审依据.因此,在被认定为特优区之前,认定与未认定地区在农业新业态创业活力方面理论上不

存在系统性差异.本文参考何珮珺等的研究[２９],以政策实施前一年为基准年,即去掉事前一期,使用事

件研究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实证结果表明(见图１),政策实施前各期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不显

著,这表明本文采用的双重差分模型满足平行趋势假设.从动态效果来看,政策实施后核心解释变量的

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特色农业发展政策实施对农业新业态创业活力存在显著促进作用.

２．安慰剂检验.为检验估计结果是否受非随机因素的影响,本研究参考余明桂等的研究,利用随

机置换法进行安慰剂检验[３０],其核心是构造一个虚拟的“无效”处理情形,检验在原假设下统计量的

分布.具体而言,在保持样本整体不变的情况下,随机抽取处理组及对照组,重新构造政策交互项,随
后重复进行５００次回归,记录每次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及P值,构造安慰剂分布图(见图２).由结果可知,

图１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图２　安慰剂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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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估计系数均值接近０,且大多数P值大于０．１,说明在随机情境下政策交互项多不显著.而本文

真实政策交互项的系数估计值(２．９４３)远高于置换分布的主要区域,且显著性明显.这表明基准估计

结果没有受到非随机因素的影响,进一步支持了特色农业发展政策的积极影响是显著的结论.

３．多期PSMＧDID检验.为控制特优区选取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政策偏向性,缓解由地区社会经济

因素差异导致的选择性偏差问题,本研究采用PSMＧDID方法对特色农业发展政策实施的创业效应

进行再估计.具体地,在匹配阶段,将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采用１∶２最近邻匹配方法进行逐期匹

配.回归阶段基于匹配后在共同支撑域的样本构建多期DID模型,并进一步控制基期政策选择变量

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表３第(１)列表明,在克服选择性偏差之后,特色农业发展政策实施对农

业新业态创业活力的影响依然显著为正,表明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４．考虑其他政策影响.除特色农业发展政策外,其他相关政策于同期实行也可能导致估计结果

有偏.因此,本研究加入如下政策虚拟变量,以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第一,农村产业融合试点政

策的实施通过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为农业新业态创业提供了产业支撑和发展平台,拓宽农业创业边

界,激发了跨行业合作与创新.若县域处于农村产业融合试点县则将农村产业融合试点政策变量赋

值为１,否则为０.其试点县名单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第二,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实施能够促

进人力资本回流,为农业新业态提供新的创业主体和技术动力.若县域处于返乡创业试点县则将返

乡创业试点政策变量赋值为１,否则为０.该试点县名单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综上,本研究将

农村产业融合试点政策及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依次纳入模型,表３第(２)(３)列显示,在考虑了同期其他

政策影响后,特色农业发展政策实施对农业新业态创业活力的积极作用依旧显著,且与基准回归结果

差距不大.

５．调整样本.第一,剔除直辖市样本.不同行政区划间存在人口、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差异,为
避免这些差异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研究将北京、上海、天津及重庆四大直辖市样本剔除,重新进行估

计.表３第(４)列表明,剔除直辖市以后,特色农业发展政策实施对农业新业态创业活力的积极影响

依旧在５％的水平上显著.第二,缩尾处理.本研究对基准回归模型中的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上下

１％的缩尾处理,新的估计结果如表３第(５)列所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依旧在１％的水平上显

著为正.

６．缓解内生性的影响.本文虽已经纳入较多控制变量,尽可能规避互为因果和内生政策选择的

影响,但仍然可能面临不可预测的内生性影响.为此,本研究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进行回归,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内生性偏误.结果如表３第(６)列所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在１％的水平上显

著为正,说明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之后,特色农业发展政策实施依然对农业新业态创业活力具有显著的

促进作用.综上所述,本文基准回归结果可靠,结论成立.
　表３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PSMＧDID
逐期匹配

加入农村产业
融合发展政
策虚拟变量

加入返乡
创业政策
虚拟变量

剔除直辖
市样本

缩尾处理 内生性处理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特色农业发展政策 ２．７４１∗∗∗

(２．７８)
２．９３４∗∗∗

(２．９３)
２．９３５∗∗∗

(２．９３)
２．４７６∗∗

(２．４６)
２．０３４∗∗∗

(２．７０)
４．４７９∗∗∗

(４．０４)

农村产业融合试点政策 ０．６３４
(０．３６)

返乡创业试点政策 １．８６９∗∗∗

(３．７６)

基期控制变量×时间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基期政策选择变量×时间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１９６２０ ２００９０ ２００９０ １９７８０ ２００９０ １８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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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制分析

以下进一步检验特色农业发展政策实施能否通过强化品牌建设、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及增强县域

创新能力来提升农业新业态创业活力,回归结果见表４.
从表４列(１)对品牌建设的检验结果来看,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特色农业发展政策实施通过明确特色农业资源整合和规划方向,引导地方政府和经营主体聚焦

特色优势农产品,推动特色农产品形成标准化和高价值的品牌,提升了品牌建设水平.进一步地,品
牌建设水平的提高,吸引更多经营主体围绕品牌价值开展农旅融合等多元化创业实践,增强了农业新

业态创业活力.
从表４列(２)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检验结果来看,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说明特色农业发展政策实施通过加快农村宽带网络、智慧农业平台及电商体系的建设与普及,引
导地方政府和企业推进直播销售与智慧农业等数字模式,打通农业创业过程中供需、服务的信息壁

垒,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为农业新业态创业提供了平台和信息保障,提升了资

源配置效率和创业响应能力,从而增强了农业新业态创业活力.
从表４列(３)对县域创新能力的检验结果来看,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表明特色农业发展政策实施推动了县域科技人才引育、先进农艺推广及科研资源投入,加强了农

业新技术、新模式的引进与应用,提升了县域创新能力.进一步地,县域创新能力的提升推动了农业

技术进步、农业生产模式优化,为农业新业态创业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和创新驱动力,从而

增强了农业新业态创业活力.
由此可知,特色农业发展政策提升农业新业态创业活力的三个机制(强化品牌建设、完善数字基

础设施及增强县域创新能力)均得到验证,即假设２成立.
　表４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品牌建设 数字基础设施 县域创新能力

(１) (２) (３)

特色农业发展政策 ０．０２８∗∗

(２．００)
１．９１９∗∗

(２．５３)
１９．５０６∗∗∗

(２．９９)

基期控制变量×时间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基期政策选择变量×时间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２００９０ ２００９０ ２００９０

(四)异质性分析

１．地区发展特征异质性分析.(１)区分基层组织能力.基层组织作为乡村治理的枢纽,连接着政

策与创业者,在政策动员与资源协调中起到关键作用,其强弱直接影响特色农业发展政策资源的有效

配置和实施效果.本研究以区县内村委会和街道办事处数量之和与行政区划面积之比表示基层组织

能力,并根据样本的中位数,将不同县域划分为基层组织能力强和基层组织能力弱两组.结果如表５
第(１)(２)列所示,基层组织能力强的地区能够有效整合政策资源、传导政策信息,提升潜在创业者对

相关政策的认知与响应水平,营造更有利于农业新业态创业的制度环境和服务支持体系,更能激发农

业新业态创业活力.(２)区分农业劳动力规模.农业劳动力规模的大小,反映了一个地区农业对人力

资源的吸附能力.本研究参考田野等的研究[３１],采用农林牧渔业从业人数衡量地区农业劳动力规

模,并根据其中位数,将不同县域划分为农业劳动力规模大和农业劳动力规模小两组.结果如表５第

(３)(４)列所示,农业劳动力规模大的地区,往往农业具有较强的生计功能与发展潜力,能够留住人,具
备一定的人力资源和产业支撑基础,使特色农业发展政策更能激发农业新业态创业活力.

２．地理区位异质性分析.为进一步分析特色农业发展政策的异质性效应,本文从地理区位出发,
将样本划分为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两类.粮食主产区承担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任务,农业生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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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较为集中,粮食作物种植占比高.相比之下,非主产区农业产业结构多样,粮食作物占比低,产业基

础和农业新业态创业环境与主产区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将两类地区区分开来,有助于考察在不同农

业发展基础和资源禀赋下,特色农业发展政策实施对农业新业态创业活力的激励效果是否存在差异,
以揭示政策效果的空间异质性.结果如表５第(５)(６)列所示,非粮食主产区粮食作物占比相对较低,
农户在经营选择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探索空间,使特色农业发展政策实施更能激发农业新业态创

业活力.
　表５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基层组织
能力强

基层组织
能力弱

农业劳动
力规模大

农业劳动
力规模小

粮食
主产区

非粮食
主产区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特色农业发展政策 ８．６４７∗∗∗

(７．４５)
２．２３８
(１．３６)

２．９５３∗

(１．８９)
１．６０４
(１．４８)

０．４２８
(０．２９)

４．８２１∗∗∗

(３．８８)

基期控制变量×时间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基期政策选择变量×时间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９９９２ １００９８ １００４６ １００４４ １１１２０ ８９７０
组间差异检验P值 ０．０２４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５

　　注:组间差异检验的经验P值采用费舍尔组合检验,重复抽样１０００次得出.

　　　表６　　政策不同批次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农业新业态
创业活力

第一批 １４．４６０∗∗

(２．０９)

第二批 １１．５９５∗∗∗

(２．７５)

第三批 ７．６８８∗∗∗

(３．０６)

第四批 ５．４７７
(１．６１)

基期控制变量×时间虚拟变量 已控制

基期政策选择变量×时间虚拟变量 已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观测值 ２００９０

３．政策批次异质性检验.考虑到特优区政策在

不同时间批次逐步推进,各地区获批时间不一:２０１７
年第一批、２０１８年第二批、２０１９年第三批、２０２０年

第四批,政策效应可能存在显著异质性.为深入探

讨政策效果在不同批次之间的差异,本文将特色农

业发展政策按照获批时间划分为四个批次,构造了

四个分组虚拟变量.结合各批次的政策实施时点,
与政策虚拟变量进行交互,以准确捕捉不同批次的

异质性处理效应.结果如表６所示,特色农业发展

政策实施在第一批试点地区的政策效应最大,回归

系数为１４．４６０,在５％水平上显著;第二批次的政策效

果同样显著,回归系数为１１．５９５,在１％水平上显著;第三批次的效果略有下降,且仍在１％水平上显著;
而第四批次的回归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特优区政策存在显著的分批效应递减趋势,特色农

业发展政策实施的先发地区通常具有更优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使其政策激励效果更为显著;而后期

获批地区可能面临政策边际效应递减和政策模仿等问题,导致政策效果不如前几批次显著.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工作,强调“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壮
大农产品加工流通业、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县域农业迎来以地域特色、优势资源驱动的转型升级机

遇.涉农企业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３２],探究如何通过“特色”与“优势”激发农业领域独具特点的创

业活力,仍是亟待破解的现实问题.为此,本研究基于２０１４—２０２３年全国县级行政单位的大样本数

据,将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认定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系统评估特色农业发展政策实施对农业

新业态创业活力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特色农业发展政策对农业新业态创业活力具有显

著正向影响,此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特色农业发展政策通过加强品牌建

设、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及提高县域创新能力三条路径影响农业新业态创业活力.第三,在基层组织能

力较强、农业劳动力规模较大的地区以及非粮食主产区,特色农业发展政策的创业带动效应更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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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此外,前三批特色农业发展政策对农业新业态创业活力的带动作用更为显著.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加强对特优区政策的扶持力度.政府应有针对性

地选择具有发展潜力和市场竞争力的特色农业项目进行重点扶持,适度拓展特优区覆盖范围,充分挖

掘特色农产品的经济价值与文化内涵.并进一步鼓励金融机构开发适合农业新业态的贷款产品,降
低融资门槛和成本.第二,充分挖掘特色农业的动力源.一方面,政府应以县域为单元,支持村集体

通过领办合作社、联合社等方式,统一规划,把零散土地与小农户组织起来,扩大特色农产品种植面

积,形成发展规模,实现特色农业“量”的积累;另一方面,建议地方政府统筹整合旧设施和传统产业资

源,引入龙头企业和专业服务机构,围绕优质品种引进、农艺标准制定、绿色防控推广等环节,建设一

批县级特色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并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品牌创建、农产品溯源体系建设与包装设计提

升,助力特色农业“质”的提升.第三,优化农业新业态创业支持体系.首先,政府应持续推进地方优

质农产品的品牌建设,完善地理标志保护和地方农产品品牌体系,推动特色农业价值链延伸和市场认

知度提高,为农业新业态创业者提供稳定的市场基础和明确的价值导向.其次,加大力度推动宽带网

络、智慧农业平台和电商体系的普及,借助信息化手段,降低交易成本、拓展特色农产品市场半径,实现

资源和信息的精准匹配.最后,要创新人才引育政策,吸引农业科技人才和青年创业者回流,形成稳定

的创业人才梯队,并加强对农业新业态创业的培训和技术推广,结合地方实际举办农业新业态创业技能

培训班和示范基地,提升县域创新能力,增强农业新业态创业的技术支撑和创新动能.

注释:

①资料来源为https://www．samr．gov．cn/xw/zj/art/２０２５/art_３０fe６fcaa５１e４９０９９２efac５bb３１a１３５１．html.
②资料来源为http://journal．crnews．net/ncgztxcs/２０２４/dbq/tg/９６２４８８_２０２４０４１８０２１０４８．html.
③资料来源为https://caas．cn/xwzx/mtxw/e４ce２a９２７d１４４cb９a０b１c７６cfdb０５bcc．htm.
④资料来源为https://news．cctv．com/２０２３/１０/０９/ARTIum８EFvy８pzebkUeHxLSj２３１００９．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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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CharacteristicAgriculturalDevelopmentPolicyStimulateEntrepreneurialVitality
inNewAgriculturalBusinessFormats:AnAssessmentBasedonChinese

CharacteristicAgriculturalProductAdvantageZones
ZHONGJiawei　ZHENGJun　ZHANG Mingyue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Shand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Tai＇an２７１０１８,China)

Abstract:Fullyleveragingruralcharacteristicresourceshasbecomeacrucialpillarforexpanding
countyＧlevelprosperityＧorientedindustries,drivingthe＂entrepreneurialeconomy＂andseizingthe
＂debuteconomy＂track．BasedoncountyＧleveldataacrossChina,thispapertreatstherecognitionof
characteristicagriculturalproductadvantagezonesasaquasiＧnaturalexperimenttoempiricallyexＧ
aminetheimpactandmechanismsofcharacteristicagriculturaldevelopmentpolicyonentrepreneurＧ
ialvitalityinnewagriculturalbusinessformats．Thefindingsrevealthreemainresults．First,charＧ
acteristicagriculturaldevelopment policy significantly stimulates countyＧlevelentrepreneurial
vitalityinnewagriculturalbusinessformats,andthisconclusionremainsvalidafteraseriesofroＧ
bustnesstests．Second,characteristicagriculturaldevelopmentpolicyenhancesentrepreneurialviＧ
talityin new agriculturalbusinessformatsthroughthree mechanisms:strengthening brand
building,improvingdigitalinfrastructure,andupgradingcountyＧlevelinnovationcapacity．Third,
thepolicy＇simpactonentrepreneurialvitalityis morepronouncedinregions withstronger
grassrootsorganizationalcapacity,largeragriculturallaborforces,nonＧgrainＧproducingcounties,
andthefirstthreebatchesofrecognizedzones．
Key words:Chinese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Product Advantage Zones;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DevelopmentPolicy;New AgriculturalBusinessFormats;EntrepreneurialVitality;
CountyＧlevel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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